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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工作和家庭是成年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也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

领域。 本文构建了工作 - 家庭平衡观概念,基于现代演化理论,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

(WVS)和国家统计局数据,通过构建年龄 - 时期 - 世代模型(APC 模型)来解析中国人

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化规律。 研究发现:第一,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随着时间的推

移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 2012 年前后达到最低点(时期效应) ;第二,50 后和 60
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较低,70 后和 80 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逐渐上升并达到最高

点,90 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转为逐渐下降(世代效应) ;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

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45 岁左右达到最高(年龄效应) ;最
后,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迁趋势主要被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三

方面共 9 项社会指标所解释。 本文基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拓展了工作和家

庭界面的理论体系,为理解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迁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

角和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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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转型变革,由此对中国人的心理

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更深层面触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转变(蔡华俭等,2020 [1] ;傅小兰和蔡华

俭,2016 [2] ;高海燕等,2022 [3] ;黄梓航等,2021 [4] ;李路路和王鹏,2018 [5] )。 随着世代更替,新生代

的行为风格与之前已大相径庭,引发了之前未曾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体现在婚恋、生育、就业等诸

多方面(郭云蔚,2021 [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2 [7] ;李月和张许颖,2021 [8] ;郑真真,
2021 [9] )。 这些问题与新生代对待工作和家庭的价值观变迁息息相关(唐宁玉等,2023 [10] ;Chen 和

Lian,2015 [11] ;Parry 和 Urwin,2011 [12] ;Yang 等,2018 [13] )。 工作和家庭平衡观的社会变迁,反映了

不同时期社会成员对工作和家庭整体性的内在评价偏好情况,以及人们在权衡工作和家庭相对重

要度时的态度变化趋势(Cao,2020) [14] 。 因此,有必要分析和总结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人工作 - 家

庭平衡观的变化规律,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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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家庭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 Aryee 和 Luk,1996) [15] ,个体如何看待工

作和家庭的相对重要程度,反映了其在工作和家庭上的价值取向 ( Arieli 等,2020 [16] ; Jin 和

Rounds,2012 [17] ;Sagiv 等,2017 [18] ) 。 本文将个体对待工作相较于家庭的重要程度定义为工作 -
家庭平衡观,表示个体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取舍时的价值取向( Loscocco,1989) [19] 。 作为一种

个人价值观,工作 - 家庭平衡观代表个体在工作和家庭中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Bardi 和 Schwartz,
2003 [20] ;Ros 等,1999 [21] ;Sagiv 等,2017 [18] ;Schwartz,2012 [22] ;Sortheix 等,2015 [23] ) ,并与经济发

展和社会环境存在紧密联系(Cao,2020) [14] 。 以往研究表明,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充裕的物质供

给和安全保障,降低了个体对工作所能带来的物质利益追求,进而更多地考虑后物质主义,导致

人们对待工作和家庭的重要性也出现了差异(Cao,2020) [14] ,从而塑造了人们的工作 - 家庭平衡

观( Bianchi, 2020 [24] ; Bigley 和 Weniger, 2019 [25] ; Gallie, 2019 [26] ; Ollier-Malaterre 和 Foucreault,
2017 [27] ;Sirola 和 Pitesa,2018 [28] ) 。 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并回答两个研究问题:第一,过去 30 多

年来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二,影响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变迁的因

素主要有哪些?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本文拟基于现代演化理论,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通过构建年龄 - 时期 - 世代模型 ( Age-Period-Cohort Model,简称

APC 模型)来解析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迁规律和主要原因,为理解中国经

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提供理论视角和实证支持。 研究结论一方面有助于厘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

会变迁现象,分析中国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化核心趋势,并对现代演化理论

的应用和发展提供新见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从价值观角度探讨影响中国的社会变迁的原因,为
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并对把握社会思想动态和推进社会治理具有理

论和实践意义。

二、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1. 工作 -家庭平衡观

价值观涉及什么是好的和有价值的(Williams,1970) [29] ,分为文化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两类

(Sagiv 和 Schwartz,2022) [30] 。 文化价值观是指一种集体成员被鼓励追求的目标或原则,有助于证

明集体成员为追求目标所采取行动的正确性(例如,集体主义) ( Schwartz,1999) [31] 。 而个人价值

观反映一种个人的理想目标,对于个体生活和行为具有指导作用(例如,工作价值观) ( Rokeach,
1973) [32] 。 就工作 - 家庭平衡观而言,本文认为,它反映的是个体对于工作相对于家庭相对重要性

程度的价值取向,代表一种个人目标或原则,参考现有文献( Arieli 等,2020 [16] ;Sagiv 和 Schwartz,
2022 [30] ),本文将其界定为一种个人价值观。 价值观具有相对重要性,并按相对重要性纵向排序,
一种价值观相对重要性的提高会导致其他价值观相对重要性的下降(Rokeach,1973) [32] ,甚至出现

价值观对立的情况,即两种价值观完全相反( Schwartz,1992) [33] 。 例如,对于“保守 - 开放”价值

观,“保守”和“开放”呈对立关系,分别为“保守 - 开放”价值观的两端,二者整合起来即得到“保

守 - 开放”价值观。 因此,“保守 - 开放”价值观的分数越高代表着“保守”价值观的重要性比“开

放”价值观越高(Ros 等,1999 [21] ;Boer 和 Fischer,2013 [34] ;Wolf 等,2019 [35] )。 由此推之,工作和家

庭作为生活中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 Aryee 和 Luk,1996) [15] ,其重要性具有相互矛盾性,而工

作 - 家庭平衡观反映了人们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排序时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 也就是说,看
重家庭的人会认为,工作相对家庭没那么重要,反之亦然。 因此,其操作性定义为工作重要性减去

家庭重要性。 也就是说,通过将工作重要性减去家庭重要性,则能够得到“工作 - 家庭”价值观,即
本研究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分数。 按照上述定义,“工作 - 家庭平衡观”分数越高,代表个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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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家庭取舍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工作,表明工作比家庭更重要。
作为一种个人价值观,工作 - 家庭平衡观符合 一 般 的 价 值 观 内 涵 ( Arieli 等, 2020 [16] ;

Sagiv 和 Schwartz,2022 [30] ) 。 具体地,第一,工作 - 家庭平衡观能够代表人们对工作和家庭重

要性的偏好( Rokeach,1973 ) [32] 。 例如,工作狂 ( Schaufeli 等,2009 ) [36] 。 第二,工作 - 家庭平

衡观是个体在工作和家庭领域基本动机目标的认知表征,并促使人们对工作和家庭的重要性

进行排序( Rokeach,1973 [32] ;Schwartz,1996 [37] ) 。 例如,为家人准备餐食。 第三,人们能够依

靠工作 - 家庭平衡观来形成对工作和家庭领域的准则,并以此评估和证明自己与他人的选择

和行为 ( Rokeach, 1973 [32] ; Schwartz, 1996 [37] ) 。 例 如, 选 择 不 同 的 职 业 ( Arieli 等, 2016 [38] ;
Bardi 等,2014 [39] ) 。

虽然“工作 - 家庭平衡”和“工作 - 家庭平衡观”都涉及工作和家庭,但二者存在明显区分。 首

先,从定义来看,工作 - 家庭平衡指的是个体在工作和家庭角色上的投入和满意度的平衡情况

(Greenhaus 等,2003) [40] ,是一种个人状态;而工作 - 家庭平衡观指的是生活中人们认为工作相对

于家庭更重要的程度,是一种个人价值观,二者从定义来看存在本质区别。 其次,从与态度和行为

之间的关系来看,工作 - 家庭平衡强调的是态度和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即人们如何通过改变态度和

行为以达到“工作 - 家庭平衡”(Hirschi 等,2019) [41] ,而工作 - 家庭平衡观关注的是态度和行为的

原因,即“工作 - 家庭平衡观”如何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 Arieli 等,2020 [16] ;Sagiv 和 Schwartz,
2022 [30] )。 由此可见,工作 - 家庭平衡观不仅与工作 - 家庭平衡有较大差异,并且能够对人们的态

度和行为更具有解释力。
综上所述,工作 - 家庭平衡观作为一种个人价值观,能够指引着人们在工作和家庭领域追求自

我目标,并做出合适的选择和行为表现(Arieli 等,2020 [16] ;Sagiv 和 Roccas,2017 [42] ,2021 [43] )。
2. 工作 -家庭平衡观的时期 -世代 -年龄效应

本文采用 APC 模型来探究近 30 年来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迁规律。 APC 模型是

一种研究个体在生命历程中各个阶段与社会历史事件互动的研究方法 ( Fosse 和 Winship,
2019 [44] ;Yang,2008 [45] ) ,由于特定时期的社会变迁或历史事件能够对群体产生相似的影响,
从而在不同世代的群体中呈现出不同的生命轨迹。 APC 模型能够有效把某个社会现象分解

成“年龄” “时期”和“世代”三种不同类型的净效应,从而从年龄、时期和世代三个时间角度找

出影响该社会现象变迁的不同原因 ( Yang 和 Land,2008 ) [46] 。 基于上述优点,APC 模型已经

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吴晓刚和李晓光,2021) [47] 、人口学(吕利丹和赵翔宇,2022 ) [48] 和流行

病学(姜雯等,2021) [49] 等学科的社会变迁相关研究中。 据此,本文采用 APC 模型能够有效分

析不同时期、世代和年龄对工作 - 家庭平衡观带来的影响,刻画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化规

律,并找出其变化原因。
本文借鉴 Inglehart(1997) [50] 的现代化演进理论对时期、世代和年龄效应做进一步的阐述。

Inglehart(1997) [50] 用两个假设来解释个人价值观的变迁:一是匮乏假设,即成长时期社会经济环境

所缺乏的因素对人们的价值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个体成长于经济和社会等不安全的环境中,
人们就会更为重视经济和安全等物质目标;而如果成长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人们会更重视社会参与

和自我超越等非物质目标。 二是社会化假设,强调个人价值观是其成长关键期(即青少年及成年

初期)社会化的结果,而成年后个人价值观会保持相对稳定。 因此,随着时期和世代更替会产生个

人价值观的社会变迁现象。
(1)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时期效应。 个人价值观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社会变迁(高海

燕等,2022 [3] ;Yuan 等,2022 [51] )。 由于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例如,社会发展)是塑造个人价值观的

重要动力(Bianchi,2016 [52] ,2020 [24] ;Cieciuch 等,2016 [53] ;Varnum 和 Grossmann,2017 [54] ),因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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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同样的宏观社会环境影响的群体会呈现出特定、相似的个人价值观取向 ( Sagiv 等,2017 [18] ;
Ralston 等,2018 [55] )。 进一步地,由于在不同时期成长的人群具有不同的个人价值观,导致某个时

期点在社会层面上表现出个人价值观变迁现象( Sagiv 和 Schwartz,2022 [30] ;Yuan 等,2022 [51] )。 例

如,中国人的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在不同年代具有显著变迁(刘琳琳等,2020) [56]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化为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时期效应提供了最

重要 的 动 力 ( Bianchi, 2020 [24] ; Bigley 和 Weniger, 2019 [25] ; Sirola 和 Pitesa, 2018 [28] ; DiPietro,
2009 [57] )。 具体来说,近 30 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人的收入增长率提高,实现了更丰富的物

质生活,导致人们逐渐降低了对物质生活的需求。 与此同时,社会安全稳定的提高使人们更加重视

社会参与和自我超越等非物质目标,从而降低了对工作的关注(Cao,2020) [14] ,表现为工作 - 家庭

平衡观的下降。 然而,从 2011 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长变缓,2012 年 GDP 增速(7. 86% )相较上一

年度增速(9. 55% )下滑较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4) [58] ,这引发人们重新思考工作的

重要性(Kafka 和 Kostis,2021) [59] ,对经济发展的关注使得生存价值观再度成为人们的优先选项

(Norris 和 Inglehart,2019) [60] ,导致人们更加重视经济和安全等物质目标(高海燕等,2022) [3] ,表
现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上升。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时期效应):近 30 年以来,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先下降后上

升的变迁趋势,在 2012 年前后达到最低。
(2)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世代效应。 不同代际群体具有不同的个人价值观。 “代”被定义为一

个拥有相同出生年代并经历相同重大历史事件的群体(Kupperschmidt,2000) [61] 。 由于重大历史事

件对出生在不同年代、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导致不同代际群体的价值观和

行动模式产生差异(Mannheim,2013) [62] ,并出现明显的代际价值观差异现象(唐宁玉等,2023 [10] ;
Strauss 等,1992 [63] ;Thau 和 Heflin,1997 [64] ),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社会变迁规律 ( Egri 和 Ralston,
2004) [65] 。 例如,中国的不同出生世代群体在变革开放性、保守性、自我增强和自我超越等个人价

值观上存在显著差异(Tang 等,2017) [66] 。 类似地,本文认为,中国人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也存在

世代效应。
参考现有研究(陈玉明和崔勋,2014 [67] ;赵宜萱等,2019 [68] ),本文采用 10 年作为固定时间间

隔,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的人划分为 50 后 ( 1950—1959 年)、60 后 (1960—1969 年 )、70 后

(1970—1979 年)、80 后(1980—1989 年)和 90 后(1990—1999 年)共五个世代,并据此分析不同代

际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 具体地,50 后和 60 后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5 年),当时国

家将提供就业的责任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体现(Tang 和 Parish,2000) [69] ,人们不需要为工作奔波,
加上当时人们仍崇尚精神生活、贬损物质利益(陈坚和连榕,2011) [70] ,这导致 50 后和 60 后并没有

将经济和安全等物质目标放在首位,表现为工作 - 家庭平衡观普遍处于较低水平。 文革期间

(1966—1976 年),工作逐渐成为维持个人身份和经济收入的唯一方式(Walder,1986 [71] ;Westwood
和 Lok,2003 [72] ),把工作放在首位能够提升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同时,政治方面的不稳定则加剧

了人们的不安全感(Lu,1999) [73] ,促使 70 后群体逐渐转向关注经济和安全等物质目标,表现为工

作 - 家庭平衡观开始上升。 改革开放后,在 “先富带动后富 ” 和 “致富光荣 ” 等观念指引下

(Naughton,1993) [74] ,企业开始用物质来激励员工,导致 80 后群体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急剧上升。
1992 年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的快速繁荣为 90 后提供了足够的物质生活,其对工作之

外的生活(例如,家庭)重视程度增加,导致工作 - 家庭平衡观逐渐降低( Inglehart,2016) [75] 。 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世代效应):50 后和 60 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较低,70 后和 80 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逐

渐上升并达到最高点,90 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转为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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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年龄效应。 个人价值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 按照生命周期

理论的观点(Baltes 和 Silverberg,2019) [76] ,人在不同生命阶段(即儿童、青春期、成年早期、成年中

期和老年)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Erikson,1993) [77] 。 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需求会发生

变化(O􀆳Rand 和 Krecker,1990) [78] ,人们需要权衡不同的得失,并形成不同年龄段的独特体验(Egri
等,2012 [79] ;Robinson, 2013 [80] ), 从 而 导 致 不 同 年 龄 阶 段 的 价 值 观 差 异 ( Erikson 和 Erikson,
1997 [81] ;Kagitçibasi 等,1997 [82] ;Nemiroff 和 Colarusso,1990 [83] ;Schwartz,2011 [84] )。 现有研究表明,
不同的人生阶段(例如,进入职场和组建家庭等) ( Levinson 等,1978) [85] 会导致人们看待工作和家

庭的重要性程度发生变化(Ellingson 等,2016 [86] ;Zacher 和 Froidevaux,2021 [87] )。 具体来说,在刚

进入职场到组建家庭前 (一般为 35 岁前),由于年轻人更加看重自由和自主性 ( Jin 和 Rounds,
2012) [17] ,工作没有那么重要,人们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组建家庭后,由于家

庭经济(例如,养育小孩)和个人成就(例如,“三十而立”)的双重需要,人们变得更加关注经济和

安全等物质目标(Kooij 等,2011) [88] ,人们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开始上升。 当人们实现一定的经济

水平和职业成就之后(45 岁左右),人们不再需要过多地依赖于物质,与工作相关的外在动机(例

如物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Kooij 等,2011) [88] ,人们将重心转向家庭,表现为工作 - 家庭平衡

观的下降,并且在退休后(55 岁左右)下降速度变得更快(Zacher 和 Froidevaux,2021) [87] 。 因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45
岁左右达到最高。

3. 影响中国人工作 -家庭平衡观的社会因素

根据 Inglehart(1997) [50] 的现代化演进理论,由于不同时期人们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
导致人们对于经济和安全等物质目标追求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从而形成个人价值观变迁现象。 也

就是说,经济和社会环境对个人价值观的社会变迁具有显著影响。 参考现有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

(施国春等,2021 [89] ;辛素飞等,2021 [90] ,2022 [91] ;Xin 等,2020 [92] ),本文从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

结和社会威胁三个方面来分析影响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变迁的社会因素。
第一,社会经济条件能够对人们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产生直接的影响。 近 30 年来,我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让人们有了更高的消费能力(毛中根和叶胥,2016) [93] ,能够把收入用于非食物消费上

(任杲和宋迎昌,2021) [94] 。 这意味着,人们通过工作获取经济收入的压力降低,经济充裕使人们将

重心逐渐从工作转向家庭( Cao,2020) [14] 。 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水平越高、富裕程度越高(即恩

格尔系数越低),工作 - 家庭平衡观越低( Inglehart,1997) [50] 。 此外,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走低

(翟振武等,2022) [95] ,总抚养比也在不断下降(晏月平等,2021) [96] ,由于少儿人口的消费能力最

强,老年人口最弱(姚青松和赵国庆,2016) [97] ,这一环境变化让人们养老和育儿的压力有所下降,
对人们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产生影响,即抚养压力与工作 - 家庭平衡观呈正相关关系( Inglehart,
1997) [50] 。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恩格尔系数和总抚养比等社会经济条件因素

会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迁。
第二,社会联结强度的改变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观。 一方面,中国的家庭结构由主干家庭向核

心家庭演变,家庭规模变小(王跃生,2020) [98] ,人们难以从原有的“大家庭”中获得足够的家庭支

持和陪伴。 此外,家庭环境由于离婚率的持续上升,增加了不稳定性(杨菊华和孙超,2021) [99] ,导
致人们的安全环境得不到足够满足,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家庭以获得足够的家庭联结强度。 另一方

面,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加快了人口迁移速度,居住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人际交往频率下降,
从人际交往获得的社会联结降低(谢桂华和王小榕,2021) [100] ,进而促使人们将重心转向家庭。 由

于社会联结强度与安全环境需求紧密相连,社会联结强度越大意味着安全需求越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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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lehart,1997) [50] ,人们能将重心从家庭转向工作,根据现代化演进理论的匮乏假设观点,社会联

结强度越大(即家庭规模越大、离婚率越低、城镇化水平越低),工作 - 家庭平衡观越高。 换言之,
社会联结的强度与工作 - 家庭平衡观呈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家庭规模、离婚率和城

镇化水平等社会联结因素会改变工作 - 家庭平衡观。
第三,社会威胁也能对工作 - 家庭平衡观产生影响。 近 30 年来,我国犯罪率随着人口大规模

流动而上升,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陈刚等,2009 [101] ;章友德等,2019 [102] ),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

染能直接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王敏和黄滢,2015) [103] ,导致人们缺乏足够的身体和心理安全环

境。 此外,多样化的交通方式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因交通事故死亡或伤残的家庭成员不

仅导致生产力损失,也促使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的重心转向家庭而非工作(王璐,2019) [104] 。 进一

步地,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交网络进步使人们能够更快速、敏感地感受到社会不稳定因素所带来的社

会威胁(例如,暴力事件和交通事故得以更快传播开来),导致人们从亲密关系中获得心理安全感

的需求就越大。 由于家庭是人们心理安全的重要来源,这就迫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家庭的安全和稳

定。 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威胁的增加,工作 - 家庭平衡观将会下降。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社会威胁

也能够带来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化,本文选用每万人逮捕比(犯罪率)、每万人废水排放量和交

通事故死伤率作为社会威胁的反映指标。

三、 研究方法与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将采用 WVS 的数据来开展研究。 WVS 是一项旨在跟踪全球价值观变化趋势的大规模调

查项目,由美国密歇根大学于 1981 年发起,在 120 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展调查,是迄今为止有关人类

信仰和价值观的规模最大的时间序列调查。 该调查平均每隔四年在全球范围内执行一次,采用多

层阶段 PPS (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 抽样方法,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严洁,
2018) [105] 。 自 1989 年第二轮调查起,WVS 已在我国收集了六轮数据,横跨近 30 年的时间(1990—
2018 年),系统收集了我国社会、省市、家庭和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被广泛应用于对中国社会、经
济、人口、价值观等相关实证研究中,尤其是有关中国社会的变迁研究中(高海燕等,2022 [3] ;石超

和乔晓春,2017 [106] )。 除采用 WVS 调查数据外,本文所采用的部分社会经济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

局数据。
2. 工作 -家庭平衡观的测量

根据对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概念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本研究从 WVS 中选取了工作重要性

(题项为“工作在您的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家庭重要性(题项为“家庭在您的生活中的重要性”)两
个题目(均采用 Likert 4 点量表计分,1 = “很重要”,4 = “很不重要”)。 计算步骤为:首先,对上述

两题项进行反向处理,使其分数越高,代表越重要。 其次,将工作重要性分数减去家庭重要性的分

数再加 4,最终得到每一个样本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分值,分数越高代表工作相较于家庭对个体

更重要。 在剔除无效样本后,得到共 10496 个有效样本数据,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描述性统

计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工作 - 家庭平衡观与样本描述性统计

年份 / 年 样本数 / 个 平均年龄 / 年 女性比例(% ) 工作 - 家庭平衡观

1990 995 39. 31(13. 97) 39. 90 3. 97(0. 89)

1995 1464 38. 58(13. 74) 46. 86 3. 83(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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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年份 / 年 样本数 / 个 平均年龄 / 年 女性比例(% ) 工作 - 家庭平衡观

2001 981 40. 09(11. 44) 50. 05 3. 84(0. 76)

2007 1854 44. 28(13. 21) 53. 24 3. 55(0. 79)

2012 2190 43. 64(14. 82) 50. 73 3. 34(0. 81)

2018 3012 44. 58(14. 50) 54. 95 3. 42(0. 80)

合计 10496 42. 58(14. 13) 50. 75 3. 57(0. 82)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3. 控制变量和社会指标数据测量

控制变量。 在分析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社会变迁时,首先,本文控制了年龄(单位:岁)和性

别(1 = 女,0 = 男)这两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其次,由于工作 - 家庭平衡观直接与工作和家庭直接

相关,本文控制了就业(2 = 全职,1 = 兼职,0 = 其他[含退休、家庭主妇、学生、失业和其他五类] )
和婚姻状况 (1 = 已婚;0 = 其他 [含同居、离异、分居、丧偶和单身五类 ] ) 。 上述数据整理自

WVS。
社会指标变量。 在分析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社会因素时,本文从社会经济条件(居民消

费水平、居民恩格尔系数和总抚养比)、社会联结(家庭规模、粗离婚率和城镇化水平)和社会威胁

(每万人逮捕比、每万人废水排放量、交通事故死伤率)三方面筛选出共计 9 个社会指标来衡量宏

观社会因素对工作 - 家庭平衡观变迁的影响。 上述数据整理自国家统计局。
变量的具体测量方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测量

变量类型 观测变量 测量方法

控制变量

年龄 您今年多少岁?

性别 受访人性别?

就业状况 您现在是否有工作(包括务农)?

婚姻状况 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

社会指标变量

居民消费水平 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总额与同期内总人口之比(元 / 人)

居民恩格尔系数 居民食品支出总额与个人消费支出总额之比(% )

总抚养比 全国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

家庭规模 全国家庭户总人口与家庭总户数之比(人 / 户)

粗离婚率 全国年度离婚数与同期内总人口数之比(‰)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总数与全国人口总数之比(% )

每万人逮捕比 全国每万人刑事犯罪逮捕的人数(人 / 万人)

每万人废水排放量 全国每万人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 万人)

交通事故死伤率 全国交通事故死亡和受伤人数除以交通事故发生总数(人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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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方法与策略

本研究采用 Stata 16. 0 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对数据进行基本分析,了解数据的基本情况。 其次,
采用 APC 模型来检验假设 H1 - 假设 H3。 本文使用的 WVS 数据采用的是横断面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即在不同时期或时间点按照 PPS 抽样法抽取不同的样本进行调查,最后根据样本情况来推断

总体情况。 因此,WVS 数据能够适用于 APC 模型。 具体地,Yang 及其合作者分别开发了两种处理

APC 模型的方法,即分类交叉随机效应模型(Hierarchical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cross Classified
Random Effect Model,HAPC)(Yang 和 Land,2006) [107] 和内生因子模型( Intrinsic Estimator,IE) (Yang
等,2008) [108] 。 由于 IE 估计方法具有较多的优点(Yang 和 Land,2013) [109] ,例如,估计值具有最小样

本方差且是无偏的,因此,本研究参考已有研究采用 IE 估计法进行 APC 模型分析 (高海燕等,
2022) [3] 。 最后,对社会指标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检验社会指标对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预测效果。

四、 研究结果

1. 中国人工作 -家庭平衡观的 APC 模型结果

本文采用年龄 - 时期 - 世代效应分析方法,分离出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分别做不添加控制

变量(模型一)和添加控制变量(模型二,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和就业状况)的模型分析,
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于控制变量前后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的 APC 模型结果没有明显差异,
因此,后续将采用不添加控制变量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变迁规律。
表 3 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年龄 - 时期 - 世代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控制变量

年龄 0. 001 0. 003

性别 - 0. 021∗ 0. 009

婚姻 - 0. 008 0. 015

就业状况 0. 019∗∗∗ 0. 005

年龄

24 岁及以下 0. 016 0. 017 0. 028 0. 056

25 ~ 29 岁 0. 010 0. 015 0. 014 0. 042

30 ~ 34 岁 0. 010 0. 014 0. 013 0. 032

35 ~ 39 岁 0. 009 0. 014 0. 010 0. 022

40 ~ 44 岁 0. 029∗ 0. 014 0. 026 0. 015

45 ~ 49 岁 0. 035∗ 0. 014 0. 028 + 0. 015

50 ~ 54 岁 0. 021 0. 015 0. 016 0. 022

55 ~ 59 岁 0. 004 0. 017 0. 000 0. 033

60 ~ 64 岁 - 0. 058∗∗∗ 0. 017 - 0. 058 0. 043

65 岁及以上 - 0. 076∗∗∗ 0. 018 - 0. 078 0.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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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时期

1990 年 0. 065∗∗∗ 0. 013 0. 063∗∗∗ 0. 015

1995 年 0. 036∗∗ 0. 011 0. 037∗∗ 0. 012

2001 年 0. 033∗ 0. 013 0. 032∗ 0. 013

2007 年 - 0. 022∗ 0. 010 - 0. 022∗ 0. 010

2012 年 - 0. 067∗∗∗ 0. 010 - 0. 068∗∗∗ 0. 011

2018 年 - 0. 046∗∗∗ 0. 010 - 0. 043∗∗∗ 0. 012

世代

1929 年及以前 0. 027 0. 064 0. 029 0. 069

1930—1934 年 0. 004 0. 037 0. 003 0. 042

1935—1939 年 0. 017 0. 039 0. 009 0. 041

1940—1944 年 0. 006 0. 027 0. 001 0. 028

1945—1949 年 - 0. 019 0. 022 - 0. 018 0. 023

1950—1954 年 - 0. 012 0. 018 - 0. 014 0. 019

1955—1959 年 - 0. 018 0. 017 - 0. 018 0. 017

1960—1964 年 - 0. 014 0. 017 - 0. 014 0. 017

1965—1969 年 - 0. 003 0. 015 - 0. 001 0. 015

1970—1974 年 - 0. 004 0. 013 - 0. 001 0. 015

1975—1979 年 0. 006 0. 015 0. 006 0. 017

1980—1984 年 0. 021 0. 017 0. 022 0. 020

1985—1989 年 0. 015 0. 018 0. 019 0. 023

1990—1994 年 0. 003 0. 020 0. 005 0. 026

1995 年及以后 - 0. 031 0. 030 - 0. 028 0. 037

截距项 1. 534∗∗∗ 0. 008 1. 503∗∗∗ 0. 125

AIC 3. 523 3. 51

BIC - 95448 - 85148

　 　 注: + p < 0. 10,∗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下同

(1)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时期效应。 假设 H1(时期效应)提出,近 30 年以来,中国人工

作 - 家庭平衡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迁趋势,在 2012 年前后达到最低。 图

1 呈现的是控制变量前后的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时期效应图。 可以看出,中国人工作 - 家

庭平衡观在 1990 年( r1990 = 0. 065,p < 0. 001)处于最高点,随后 20 多年一直下降( r1995 = 0. 036,p =
0. 002;r2001 = 0. 033,p = 0. 011;r2007 = - 0. 022,p = 0. 033),至 2012 年( r2012 = - 0. 067,p < 0. 001)到

达最低点后开始上升( r2018 = - 0. 046,p < 0. 001)。 因此,假设 H1 得到支持。
这样的变化趋势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1988 年 9 月,中国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来规范市场秩序、遏制经济过热等问题,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处在比较困难的时期,因此人们

需要更加重视工作来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 随后,中国经济又开始高速发展,2001 年加入世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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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组织后,国外的商品和服务等涌入中国,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变得多元化,同时,由于我国收入水平

提升等原因,财富的快速增加使人们逐渐降低了对物质的追求,促使工作 - 家庭平衡观快速下降。
然而,从 2012 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变缓,并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导致中国人工

作 - 家庭平衡观又转为上升趋势。
(2)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世代效应。 假设 H2 (世代效应)提出,50 后和 60 后的中国人

工作 - 家庭平衡观较低,70 后和 80 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逐渐上升并达到最高点,90 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转为逐渐下降。 图 2 呈现的是控制变量前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世代效应图,可以

看出,50 后( r1950 = - 0. 012,p = 0. 532)和 60 后( r1960 = - 0. 014,p = 0. 401)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处

于较低水平。 从 65 后( r1965 = - 0. 003,p = 0. 850)开始,工作 - 家庭平衡观迅速上升,并在 80 后

( r1980 = 0. 021,p = 0. 213)身上达到最大值。 接着,工作 - 家庭平衡观从 85 后 ( r1985 = 0. 015,p =
0. 390)开始下降,且下降速度越来越快,到 95 后( r1995 = - 0. 031,p = 0. 309)已经变为负值。 因此,
假设 H2 得到支持。

图 1　 工作 -家庭平衡观的时期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世代效应差异也能够被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所解释。 虽然 50 后和 60 后经历了新中国

成立之后的贫穷时期,但其工作 - 家庭平衡观并没有位于很高水平,反而是 80 后有较高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 这可能是因为,虽然 50 后和 60 后所处的年代物质相对匮乏,但是他们经历了很强的

思想政治教育,减弱了工作的工具性价值,更加重视家庭等非物质目标(陈坚和连榕,2011) [70] ,从
而导致工作 - 家庭平衡观处于较低水平。 1978 年改革开放后,80 后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和不安全感

深刻影响了他们对于工作和家庭重要性的权衡(高海燕等,2022) [3] ,因此,70 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

观开始上升,并在 80 后身上看到更高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 1990 年深化改革后,随着物质生活、
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经济和安全需要的满足让 90 后从小塑造了更不看重工作工具

性价值的价值观,更多地转向了非工作目标(唐宁玉等,2023) [10] ,从而导致工作 - 家庭平衡观进一

步下降。
(3)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年龄效应。 假设 H3 (年龄效应 ) 提出,随着年龄的增长,

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45 岁左右达到最高。 图 3 呈现的是控

制变量前后的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年龄效应图,可以看出,35 岁以下 ( r35 = 0. 009,p =
0. 515)人群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处于较低水平,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上 升,到 45 岁 ( r45 =
0. 035,p = 0. 011)人群身上达到最大值。 随后,工作 - 家庭平衡观开始下降,在 55 岁 ( r55 =
0. 004,p = 0. 809)之后急剧下降,并在 60 岁 ( r60 = - 0. 058,p = 0. 001 ) 开始转向负值。 因此,
假设 H3 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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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工作 -家庭平衡观的世代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中国的人口发展规律能够对年龄效应做出解释。 近年来,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持续攀升,2010
年城市地区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接近 26 岁(和红和谈甜,2021) [110] ,到 2020 年中国人口的初婚年

龄已接近 29 岁(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1) [111] 。 人们一般婚后 2—5 年

生育小孩,这就导致人们在 35 岁前后需要承担更大的经济压力,导致人们不得不将重心放到工作

上,从而导致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上升。 之后,随着个人事业取得了更好发展,人们的经济收入得

到提高,家庭经济压力得以缓解,工作 - 家庭平衡观转为下降,在退休后下降速度则更快了,基本符

合中国人的生命轨迹发展规律。

图 3　 工作 -家庭平衡观的年龄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 中国人工作 -家庭平衡观与社会指标之间的关系

社会变迁研究中假定社会统计指标可以作为社会大环境的量化表现且可以部分地解释个人心

理量的变化,对社会指标和心理特征进行相关分析可以探究和证明社会变迁对心理特征的影响

(施国春等,2021 [89] ;辛素飞等,2021 [90] ,2022 [91] ;Twenge,2000 [112] )。 也就是说,通过分析社会指

标和心理指标之间的关系,能够解释社会变迁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即选择与某一群体的心理指标关

系密切的社会指标和心理指标的均值进行直接相关或滞后相关分析。 例如,如果当年、5 年前、3 年

前和 1 年前的社会指标(例如,离婚率等)和心理指标(例如,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相关显著,那么

可以说 明 社 会 变 迁 对 心 理 变 迁 具 有 一 定 的 “ 影 响 ” ( 辛 素 飞 等, 2021 [90] , 2022 [91] ; Tw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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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112] )。 因此,为了更好地刻画社会变迁对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可能影响,本文将当年、
5 年前、3 年前和 1 年前的社会指标(包括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三个维度共 9 个指

标)与工作 - 家庭平衡观做相关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可以发现,除了个别结果外,当年、5
年前、3 年前和 1 年前的大部分社会指标都对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这

意味着,社会经济条件(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恩格尔系数和总抚养比)、社会联结(家庭规模、粗离婚

率和城镇化水平)和社会威胁(每万人逮捕比、每万人废水排放量、交通事故死伤率)可能是影响中

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主要社会因素。
表 4 当年、1 年前、3 年前和 5 年前的社会指标与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相关系数表

社会指标类型 观测变量 当年 1 年前 3 年前 5 年前

社会经济条件

居民消费水平 0. 832∗∗ - 0. 823∗∗ - 0. 794∗ - 0. 788∗

居民恩格尔系数 0. 889∗∗ 0. 903∗∗ 0. 947∗∗∗ 0. 953∗∗∗

总抚养比 0. 880∗∗ 0. 854∗ 0. 981∗∗∗ 0. 959∗∗∗

社会联结

家庭规模 0. 984∗∗ 0. 992∗∗∗ 0. 850 0. 942∗

粗离婚率 - 0. 891∗∗ - 0. 864∗∗ - 0. 809∗ - 0. 790∗

城镇化水平 - 0. 931∗∗∗ - 0. 931∗∗∗ - 0. 927∗∗∗ - 0. 932∗∗∗

社会威胁

每万人逮捕比 - 0. 907∗ - 0. 825 - 0. 979∗∗ - 0. 987

每万人废水排放量 - 0. 867 - 0. 908∗ - 0. 929∗∗ - 0. 992∗∗∗

交通事故死伤率 - 0. 940∗∗∗ - 0. 960∗∗∗ - 0. 991∗∗∗ - 0. 874∗

五、 讨论与结论

1. 研究发现

基于现代演化理论,本文利用 WVS 数据,通过构建 APC 模型来解析刻画 30 多年来中国人工

作 - 家庭平衡观的特点和变化规律,并分析其社会影响因素,拓展了工作和家庭界面价值观文献,
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洞见。 本研究发现,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人工作 - 家庭

平衡观呈现出明显的时期、世代和年龄效应,这种变化和趋势与宏观社会因素存在密切联系。 具体

地,第一,中国人工作家庭平衡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在 2012 年前后

达到最低点(时期效应);第二,50 后和 60 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较低,70 后和 80 后的工作 - 家庭

平衡观逐渐上升并达到最高点,90 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转为逐渐下降(世代效应);第三,随着年

龄的增长,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45 岁左右达到最高 (年龄效

应);最后,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迁趋势主要被社会经济条件(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恩格尔

系数和总抚养比)、社会联结(家庭规模、粗离婚率和城镇化水平)和社会威胁(每万人逮捕比、每万

人废水排放量、交通事故死伤率)三方面共 9 项社会指标所解释。 具体地,居民恩格尔系数、总抚

养比和家庭规模与工作 - 家庭平衡观显著正相关,居民消费水平、粗离婚率、城镇化水平、每万人逮

捕比、每万人废水排放量和交通事故死伤率与工作 - 家庭平衡观显著负相关。
2. 理论贡献

本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构建了工作 - 家庭平衡观构念,拓展了工作和家

庭领域界面的个人价值观文献。 现有价值观文献对工作价值观进行了广泛的探索,极大地拓展个

人价值观在工作中对人们工作态度、行为和选择的影响 ( Parry 和 Urwin, 2011 [12] ; Arieli 等,
2020 [16] ),然而,却忽略了工作和家庭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态度和价值取向问题 ( Shockley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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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13] 。 个人价值观不仅仅是在某一个领域内的价值取向( Sagiv 等,2017) [18] ,人们在跨领域

同样面临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排序问题,即跨领域的个人价值观(例如,工作 - 家庭平衡观)同样

能对人们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人们对待工作和家庭目标的优先级能够显著影响其生活满意度

(Masuda 和 Sortheix,2012) [114] 。 本研究对工作 - 家庭平衡观做了清晰的概念性定义,明确其本质

内涵为一种个人价值观,并提供了操作性定义,使其能够量化测量,为工作和家庭界面跨领域的个

人价值观提供了新视角。 更重要的是,工作 - 家庭平衡观突破了单一领域个人价值观(例如,工作

价值观)(Arieli 等,2020) [16] 对人们产生的影响,能够为指引人们在工作和家庭跨领域追求自我目

标,并做出合适的选择(例如,职业选择) (Bardi 等,2014) [39] 和行为表现(例如,工作狂) ( Schaufeli
等,2009) [36] 提供新的理论见解。 总之,工作 - 家庭平衡观概念弥补了现有工作和家庭界面个人价

值观研究的缺失,拓展了工作和家庭领域界面价值观文献,为个人价值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

理论视角。
第二,本文通过构建 APC 模型揭示了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在时期、世代和年龄效应上的

变迁规律。 虽然个人价值观在个体身上具有相对稳定性 ( Sagiv 等,2017 [18] ; Sagiv 和 Schwartz,
2022 [30] ),但是,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例如,重大历史事件)是塑造个人价值观(例如,工作 - 家庭平

衡观)的重要动力 ( Sagiv 等,2017 [18] ;Sagiv 和 Schwartz,2022 [30] ;Cieciuch 等,2016 [53] ;Varnum 和

Grossmann,2017 [54] ),这导致个人价值观在不同群体间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Tang 等,2017) [66] 。
然而,Rhodes(1983) [115] 指出,横断面研究不足以检验代际差异,因为难以将代际效应与年龄效应

和世代效应分开。 也就是说,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例如,工作 - 家庭平衡观)会同时受到时期、世
代和年龄因素的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社会变迁同时存在时期、世代和年龄效应 ( Parry 和

Urwin,2011) [12] 。 本文采用的 APC 模型能够有效地将上述三种效应分解(Yang 和 Land,2008) [46] ,
从年龄、时期和世代三个维度揭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化规律,超越了以往仅从单个方面(例

如,世代效应)(Yang 等,2018) [13] 探讨个人价值观社会变迁的局限性( Parry 和 Urwin,2011) [12] 。
此外,本研究也揭示了价值观的变迁动态性,为价值观的社会变迁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方向。
因此,基于对工作 - 家庭平衡观时期、世代和年龄效应的探索和分析,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完整地

认识个体工作和家庭领域的价值观变化规律,更为近 30 年来中国人个人价值观的社会变迁提供重

要的理论启发(蔡华俭等,2020 [1] ;傅小兰和蔡华俭,2016 [2] )。
第三,本文探讨了宏观社会指标(即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对工作 - 家庭平衡

观的影响,为探索宏观社会因素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及工作和家庭领域价值观的前因提供理论和

实证支持。 社会变迁研究不仅仅需要探究其变迁规律,更需要探究影响变迁规律的宏观社会因素,
以更好地分析和理解变迁规律。 本文借鉴横断历史研究 ( Twenge,2000 [112] ;辛自强和池丽萍,
2008 [116] ),将宏观社会因素与工作 - 家庭平衡观匹配后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

结和社会威胁等宏观社会指标对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本文的发现拓展

了宏观社会因素对个人价值观影响的认识,为探索宏观社会指标与个人价值观的作用机制提供理

论支持,有助于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变迁的原因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进一步地,由于在工作场所外的

组织外部条件对工作场所中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有直接的影响(Bianchi,2020) [24] ,例如,经济衰退

对工作满意度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Bianchi 等,2023) [117] ,本文的发现也能够为后续探讨工作和家

庭领域个人价值观的前因研究提供理论启发。
3. 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政策制定者、组织和个体都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 第一,从政策制定的层

面来看,政府需要关注中国人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社会变迁规律,以及宏观社会政策对工作 - 家庭

平衡观社会变迁的影响,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指导。 例如,本研究发现社会联结的降低可能导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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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家庭平衡观的下降,政府和社会各界可以采取一些促进社会联结的政策以鼓励人们将重心放

到工作上,例如,在社区中建立更多的社会支持网络(例如,社区活动中心)或提供更多的机会促进

家庭陪伴(例如,举办亲子活动)。 第二,对于组织而言,组织需要关注工作 - 家庭平衡观对不同组

织成员的影响。 组织应该意识到不同世代的组织成员具有不同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这导致他们

对待工作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对组织成员进行激励时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

施。 例如,本研究发现 90 后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处于下降趋势,组织可以适当地在 90 后中引入竞

争机制,以提高他们对工作的重要性评估。 第三,从个体角度来看,个体需要认识到自身在不同阶

段、环境下工作 - 家庭平衡观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好个人的职业规划,从而更好地应对和调整工作

态度和行为。 例如,本研究发现人们在 35 岁及以下工作 - 家庭平衡观较低,而这个阶段又是进入

职场最宝贵的时期,因此,个体可在 35 岁前制定好职业发展目标和规划,明确的目标有助于降低人

们因环境或年龄变化而可能出现的工作懈怠等问题,避免工作重要性降低的负面影响。
4. 研究优势、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有较多的优势,例如,构建了工作 - 家庭平衡观构念,并借鉴 APC 模型,通过采用 WVS
数据探讨了近 30 多年来中国人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社会变迁规律,这些都反映了本文独特的理论

和实践价值。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值得未来相关研究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第一,本
研究借鉴 APC 模型探讨了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时期、世代和年龄效应,但未讨论个体其他特征差

异。 例如,男女性在成为父母后价值观的变化出现差异( Lönnqvist 等,2018) [118] ,未来可以探讨不

同性别群体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社会变迁规律。 第二,本文重点关注了宏观社会指标(即社会经

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对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影响。 然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受到多种因

素的共同影响(Sagiv 等,2017 [18] ;Sagiv 和 Schwartz,2022 [30] ),例如,父母的价值观可能在子女间形

成代际传递(齐亚强和牛建林,2021) [119] ,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其他因素(例如,父母的价值观)对工

作 - 家庭平衡观的影响。 第三,本文仅关注了国家层面工作 - 家庭平衡观的变迁规律,然而,由于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居民的个人价值观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差

异(Chua 等,2019) [120] 。 例如,相比于经济发达省份的工人,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工人更重视工作如

何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Cao,2020) [14] 。 未来研究可以关注我国不同地区的工作 - 家庭平衡观变

迁规律,并找出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观变迁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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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Chinese Personal Values of Work-Family Balance
GUAN Jian,SUN Yu-qing,CHEN Qian,ZHANG Xin-an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200030,China)
Abstract:Work and family ar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eas of adult lif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work over family
reflects a person􀆳s value orientation at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which we refer to here as work-family balance values
(WFBVs) . As one of the personal values,WFBVs determine peopl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in the field of work and
family,and more importantly,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Given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ese socie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 after 1978),we believe that
Chinese WFBVs may have changed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refore,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First,how have Chinese WFBVs changed in the past 30 years? Second,what are the main social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se
changes in Chinese WFBVs?

Using data from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WVS),this paper revealed the changes in WFBVs among Chinese people
over the past 30 years,and discussed the soc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se changes by combining data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To be specific,we measured WFBVs by using two items related to the importance of work and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in the WVS database. Then,we draw on the Age-Period-Cohort model ( i. e. ,APC model)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Chinese WFBVs across age,period,and cohort. On this basis,we tes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indicators, including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 (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 residents􀆳 Engel coefficient and total
dependency ratio) ,social connectedness ( family size,divorce rate and urbanization level) ,and social threat ( crime rate,
sewage pollution and traffic accident rate) , and WFBVs change, and constructed a social antecedent model of WFBVs
change.

This paper reports four main findings:(1) Regarding the age effect,we found that Chinese WFBVs peaked in 1990
( r1990 = 0. 065,p < 0. 001),and then declined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 r1995 = 0. 036, p = 0. 002; r2001 = 0. 033, p =
0. 011; r2007 = - 0. 022,p = 0. 033),after reaching the lowest point in 2012,they bounced back slightly and turned into an
upward trend ( r2012 = - 0. 067,p < 0. 001) ( r2018 = - 0. 046,p < 0. 001) . (2) Regarding the period effect,we found that
Chinese WFBVs were low for the post - 50s ( r1950 = - 0. 012,p = 0. 532) and post - 60s ( r1960 = - 0. 014,p = 0. 401)
generations,and then increased rapidly for the post - 65s ( r1965 = - 0. 003,p = 0. 850) . It reached the peak in the post -
80s ( r1980 = 0. 021,p = 0. 213) . From the post - 85s generation onwards,WFBVs declined again for the later generations
( r1985 = 0. 015,p = 0. 390),and the decline became faster and faster,reaching a negative value for the post - 95s generation
( r1995 = - 0. 031,p = 0. 309) . (3) Regarding the cohort effect,we found that Chinese WFBVs were lower for people under
35 ( r35 = 0. 009,p = 0. 515),and then increased with age,reaching the peak at 45 ( r45 = 0. 035,p = 0. 011) . It then began
to decline,falling sharply after 55 ( r55 = 0. 004, p = 0. 809 ) and turning negative at 60 ( r60 = - 0. 058, p = 0. 001 ) .
(4)Regarding the social influencers of WFBV changes, we found that most of the social indicators we examined ha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with Chinese WFBVs. Specifically,WFBV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residents􀆳 Engel coefficient,
total dependency ratio and family size,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 divorce rate, urbanization
level,crime rate,sewage pollution and traffic accident rate.

This study makes several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First,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WFBVs, thereby offering a more
refined understanding of personal values in the work context. Second, it applies the APC model to illustrat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Chinese WFBVs more thoroughly from three aspects:age,period,and cohort,which reveal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variations in personal values across different age groups, periods, and generations in China. Third, it establish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cro-social indicators ( i. e.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social ties,and social threats) and changes of
Chinese WFBVs,which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work and family related values from the
social factor level.
Key Words:work-family balance values (WFBVs);social changes;age-period-cohort model;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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